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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离乡进城的失地农民期盼在城市中营建“新家”并渴望扎根于城市。援引批

判“家”的地理学理论，以典型资源型城市鄂尔多斯市的移民社区为例，分析失地农民重构后“新家”的状态与面

临的问题。研究表明：在民间借贷危机与被动城市化压力下，失地农民的“新家”处于一种复杂的“不确定性”之

中。在这种不确定性的束缚下失地农民通过日常生活积极主动地争取物质的富足与生活的意义。“家”的营建给

了失地农民积极面对全新城市生活的理由与动力，但营建“家”的努力仍然无法让他们逃脱在城市中最真实的社

会体验，并面临着在城市“新家”中多重且边缘的身份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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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出现的由城镇化而引发的土地征

用与被动移民现象受到了广泛的关注[1]。城镇化

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中国城镇化的模式

特色之一在于地方政府的推进。地方政府是城市

景观、城市政策以及城市发展进程的强力塑造者、

制定者与推动者[2]。随着地方郊区土建城镇化与

农民人口市民化进程的完成，失地农民群体亦逐

渐显现。在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资源禀赋对于

城镇化速度具有显著的影响[3]。资源的经济产业

优势与国家现阶段对于能源的需求相结合，往往

使得资源型城市的城镇化过程得以快速推进，城

市面积急剧扩张且市民比例大幅增加[4]。但现阶

段新型城镇化的要求绝非简单的土地城镇化与人

口城镇化，而是“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城镇化。因

此，在资源城市中如何使失地农民能在城市中更

好、更快地营建“新家”就显得更加急迫，独具中国

城镇化现实背景的“家”的再建问题日渐清晰地呈

现在大众视野之中。

以往对于城市失地农民的研究主要将征地拆

迁者与农民置于二元对立的框架下，从属于激烈

的对抗关系[5]。研究视野中拆迁与征地的行动者

总是强权、暴力地对农民的“老家”进行破坏，而与

之相对的农民群体则是被强迫搬离的绝对受害者

形象[6~8]。其实，随着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的成熟，

涉及征地拆迁的各个行动者之间的法律意识与维

权意识都已显著增强，征地拆迁大多是建立在互

相协商的背景之下。协商后离乡进城的失地农民

大多对在城市中营建“新家”具有憧憬和期盼，渴

望融入并想要扎根于城市[9]。这种协商后保持积

极心态迁移进城的失地农民群体以及他们营建

“新家”的过程目前仍鲜有地理学者关注。这些搬

入城市的失地农民群体虽然未曾经历暴力拆迁与

激烈抵抗，但他们仍然面临着例如权益流失[10]、保

障缺失[11]与认同迷失[12]等许多先前在乡村的“家”

中不曾面对过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应该简单地

归咎于拆迁行为本身，而是应该置于更为广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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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对涉及其中的不同行动者

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拨开失地农民城市“新家”

所掩盖的那层忧伤的“迷雾”，并进一步的揭示失

地农民基于日常生活营建“新家”所做出的努力。

“家”最直接且具象的概念就是“能够提供遮

蔽的物质结构”，例如房屋、公寓等[13]。但这一狭义

的理解却忽视了冰冷的住宅结构之中各种意义所

凝结的象征意义[14]。为了更全面辩证地理解“家”，

Blunt与Dowling提出了批判“家”的地理学研究。

他们认为家（home）应具备两层意涵：首先，基于空

间化的理解，家是基于特殊地方（place）的物质实

体（physical homespace）与社会象征（socio-symbol-

ic）。尽管家可能需要依附于某一地方，但并不是

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成为家。家既可以存在于现实

生活中，也存在于人们对特殊地方的情感想象之

中。这种情感可以是归属、渴望与亲密，但也可能

是疏离、异化与恐惧[15]。其次，基于政治化的理解，

强调家的营建过程中多元主体对家具有矛盾与冲

突的建构与想象[16]。家的感知不可一概而论，不同

的地位阶层、年龄、性别与民族会对家空间的个

性、归属感与意义进行截然不同的建构[17]。总之，

批判“家”的地理学研究为展现现代性语境下“家”

的“空间性”与“政治性”提供了崭新的视角[18]。

因此，本文援引批判“家”的地理学研究视角，

以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的移民安置社区为例，分

析失地农民在城市中的“新家”所呈现的状态与面

临的问题，并进一步探讨失地农民在重构“家”的

过程中面对各种问题时的协商过程。最后阐释这

些协商过程的意义与作用，意图为城乡共享发展

红利，实现以人为本的城市化提供社会文化地理

参证。

11 研究案例与方法

鄂尔多斯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全市

辖7旗2区，总面积8.7万km2，总人口194.07万人，

其中蒙古族17.7万人，是以煤炭、天然气等闻名的

资源型城市。鄂尔多斯的煤炭资源探明储量1 496

亿 t，占全国储量的 1/6，天然气探明储量 7 000 亿

m3，占全国的31.8％[19]。2000~2010年，在国家工业

高速发展背景之下，鄂尔多斯成为了中国迅速崛

起的最具代表性资源型城市之一。地方财政收入

也从15亿元增长到约400亿元人民币[20]，地方财政

的快速增长使得政府推进城市化成为可能。2000

年鄂尔多斯市政府决定拉伸城市核心区框架，建

设青春山开发区（2004年正式更名康巴什新区），

随后 2006年市政府整体搬迁入驻康巴什，标志着

康巴什新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08年随着康巴

什城市建设进程的快速推进，政府将康巴什原本

24个农牧业生产合作社的土地进行征用与收储，

累计转移原本从事农耕与畜牧业的农村人口6 541

人，并将其搬迁转移至康巴什新区中的移民社

区。从空间格局来看，整个康巴什新区呈现出移

民社区、主城区与村落区 3种空间类型。其中，主

城区居民主要为跟随市政府与学校等一同迁入的

公务员、教师等城市居民，而村落区居民主要为尚

未搬迁与不愿搬迁的乡村农民。

在鄂尔多斯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征地拆迁补

偿加之煤炭产业的巨额利润使得居民的相关闲置

资金累积一度多达约 260亿元[21]。但是由于历史

及文化条件限制，鄂尔多斯的正规金融机构及产

品相对落后且不足，远不能满足居民投资需求。

因而闲置资金70％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流向了

民间融资借贷系统。民间借贷的年利率一般在

20％~30％之间，有的甚至高达 50％[21]。高昂的利

息让本就缺乏经济理财常识的失地农民纷纷将多

年的积蓄拿出进行“投资”，有的家庭甚至将征地补

偿款尽数拿出参与放贷。看似按月如期到账的利

息成为了农民失去土地后“固定”的家庭收入。全

新陌生的城市社区、高昂刺激的借贷利息成为了支

撑失地农民“家”营建最为重要的两个维度和要

素。但在2011年由于煤炭价格大幅下跌，地产泡沫

的破裂直接诱发了民间借贷危机，鄂尔多斯面临巨

大的经济压力。于是，康巴什移民社区搬迁计划与

征地拆迁补偿计划开始不同程度的放缓。

为明晰鄂尔多斯失地农民营建“家”的过程与

经历。调研人员于 2015年至 2017年共 12次赴康

巴什进行实地调研，深入调研集中于2015年7月2

日至 8月 13日、2016年 10月 1~7日的 50 d内。调

研期间共对 15位失地农民与未转移农牧民（编号

S1~S15）进行了深度访谈。作者与样本保持了良

好的联系，并在其后进行了多次访谈（表1）。基于

家具有不同的研究尺度之考量[22]，本文的研究尺度

聚焦于私家住宅空间与移民社区空间。因此，重

点走访了移民社区的街道办事处，跟随社区人员

入户访谈失地农民，力图尽可能将研究置入康巴

什新区的日常生活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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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失地农民在移民社区的新家后，以研

究者的身份观察他们住宅的空间结构与景观，并

邀请他们画出曾经在乡村居住房屋的空间结构，

记录后使用空间句法软件分别进行计算与对比，

以求直观反映城乡转换后失地农民住宅空间的变

化。空间句法是一种对住宅内部空间进行量化，

精准剖析空间内在组织结构逻辑的有效研究方

法，能够为解析住宅内部空间的社会文化意义提

供科学依据[23,24]。

空间句法有诸多的研究变量，本文主要选取

“J”图与整合度对于空间句法进行运用分析。具体

而言，先根据住宅的建筑平面图将失地农民搬迁

前后的住宅内部空间分别划分为若干视域凸状空

间，再将其抽象为仅有点线结合的关系图解（“J”

图）。“J”图可以反映失地农民搬迁前后住宅内部空

间不同的分割与连接关系，及其迥异的空间组

构。其中点表示住宅的内部空间（不考虑空间大

小），线表示空间连接关系（相连或相隔）[25]。整合

度值是空间句法的核心变量，代表着某一空间在

整体住宅空间中的重要性。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1）深度值 ( )D ：深度值是指某一空间距其他

所有空间的最短距离，平均深度值 ( )MDi 表示系统

中某一节点空间 i 距离其余所有空间的拓扑距离

之和的均值。计算公式为：

MDi = ∑
j = 1，j≠ i

n

dij ( )n - 1 （1）

式中，dij 为从 i 节点空间到 j 节点空间的所经历的

拓扑成本（步长）；n为节点总数。

2）整合度 ( )I ：由平均深度值标准化后得到，

剔除了系统空间节点数量 n 对平均深度值 ( )MDi

的影响。计算公式为：

RAi = 2( )MDi - 1 ( )n - 2 （2）

Dn = 2{ }né
ë
ê

ù
û
úlog2æè

ö
ø

n + 2
3 - 1 + 1 /( )n - 1 ( )n - 2 （3）

RRAi = RAi Dn （4）

Ii =1 RRAi （5）

式中，RAi 为 MDi 经过一次标准化后的结果，目的

是使参数正态分布；Dn 为标准化参数，RRAi 为使

用 Dn 进行第二次标准化后的结果。

22 研究发现

22..11 失地农民失地农民““家家””的重构的重构：：双重断裂中的双重断裂中的““家家””

城市化与民间借贷危机双重因素共同重构了

失地农民在城市中的“新家”，使得“新家”呈现复

杂、多元而又充满矛盾的“不确定性”之中。具体

表现在失地农民住宅中部分空间的消失、弱化（微

观家空间的物质变迁）以及移民社区整体认同的

区隔、徘徊两大方面（宏观家空间的情感变迁）。

首先，在失地农民微观实体家空间——住宅

方面，重构后的住宅中部分空间较搬迁之前而言

呈现出弱化或消失状态。利用空间句法对搬迁前

后失地农民的住宅内部空间进行对比分析。先根

据失地农民搬迁后的住宅形态，抽象出凸状空间

图以及最后反映空间形态关系的“J”图（图1）。再

根据失地农民回忆后所绘制的搬迁前住宅形态

图，抽象出凸状空间图以及“J”图（图2）。

通过对比搬迁前与搬迁后的住宅空间“J”图，

搬迁之后重构的失地农民住宅呈现如下特征：外

部空间的整合度由搬迁前的0.91下降到搬迁后的

0.70，表明搬迁后住宅的整体私密性显著增强，住

宅不再是农民们邻里往来实现社交需要的首选空

间；住宅中整合度最高的空间由原本可以种植作

物的农家院落（整合度 2.00）转换为现在楼房中只

具有单纯联通功能的走廊过道（整合度4.35），表征

着原本住宅中的亲自然空间已然消失；住宅中原

本如堆放谷物的粮房、储存煤炭的炭房等生产性

编号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3

S14

S15

性别

男

女

女

男

女

男

男

女

男

男

女

男

女

女

男

年龄（岁）

45

50

35

61

45

37

65

69

52

65

46

45

37

54

58

职业

环卫工人

无业

园艺工人

无业

餐厅服务员

司机

无业

无业

自由职业

农牧民

保洁员

无业

自由职业

农牧民

农牧民

表表11 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访谈对象基本信息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Table 1 Demographic profile of the interview participants in

Kangbashi new town, Or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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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在搬迁后完全消失，表明进城后与农民原本

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生产生活形式被完全抛弃，

农民生产生活的经济风险亦随之显著增强。

其次，移民社区整体作为家空间出现了不同

群体的认同区隔与徘徊。作为“家门外”的邻居

——主城区的市民以及村落区的未迁移农民对移

民社区表现出了区隔与徘徊的两种认知态度。在

主城区中，全新优雅的生活休闲环境与健全的城

市公共基础设施，使得原本就适应了城市生活的

市民可以在宽阔的城市空间享受毫无拥挤困扰的

城市慢生活。对于移民社区，他们大多表示“听说

过，但是很少去，我们和他们没甚关系，那儿就和

不是康巴什的也是（那里都不像是属于康巴什

的）”（访谈对象S11）、“这儿甚也有（啥都有），去那

儿做甚（没必要去那里）”（访谈对象S5）。显然，在

“我者”与“他者”“家里”与“家外”界限分明的描述

中，移民社区的城市邻居并没有因为距离的邻近

而将移民社区当作自己的“家”，在他们眼中，康巴

什新区是自己的“家”，而移民社区似乎与康巴什

新区并没有关系。

而对于移民社区的乡村邻居，那些未迁移的

农民对于是否要融入失地农民的“新家”，一直保

持迷茫与徘徊的态度。在迁移农民失去土地没有

固定收入的时候，他们认为失地农民的“新家”是

不稳定且没有安全感的地方，感觉不搬迁是最正

确的选择，“不搬起码饿不死，有地种还有一口饭

吃”（访谈对象S15）。但是当遭遇例如干旱等自然

灾害的困扰，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再能种庄稼

而又没有了原本的社区可以提供帮助时，无助的

他们又会羡慕城市失地农民环境优越的“家”，后

悔当初没有选择搬迁。“现在才发现，人都走了自

己也待不住。连个能照应的邻居也么（没有）。现

图1 搬迁前失地农民“家”的空间句法示意

Fig.1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space syntax about home space before resettlement

图2 搬迁后失地农民“家”的空间句法示意

Fig.2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space syntax about home space after resett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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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里旱的连水也喝不上，也么人一起想办法”

（访谈对象S10）、“唉，那时候赶不知道么，早知道

搬不搬都可能没个吃上的，还不如搬过个住的优

越点”（访谈对象 S15）。未迁移农民的犹豫与反

复，使得失地农民“新家”的未来愈加迷惑。

总之，虽然政府与农民是在协商一致的前提

下进行了家的重构，但重构后的“家”依然出现了

“双重断裂”的状态。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2个方

面：第一，资源型城市经济的脆弱性给家的重构和

社会关系的重组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脆弱性；第

二，地方政府在发展城市新区伊始并未充分的意

识到，在同样的城市新区中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

融合差异问题。因此，接下来，本文将分析失地农

民为扎根城市是如何努力对于现阶段的断裂状态

进行协商的。

22..22 失地农民基于日常生活失地农民基于日常生活““家家””协商协商

2.2.1 经济来源

经济资本是“家”的营建所必须的物质本底。

当没有了农业生计的保障，获得稳定的工作就成

为了最为关键的问题。失地农民对进入城市后的

新工作充满了渴望，纷纷努力想要寻找工作维持

家庭生活。在移民社区工作岗位有限的情况下，

政府为失地农民提供了许多在康巴什主城区的工

作机会。但主城区的工作大多属于服务业，雇佣

有性别、文化等条件的限制，且被雇佣的农民又大

多会因为距离太远与通勤成本而放弃。所以，为

生计做出的努力与现实差距的对立，使得一些青

壮年失地农民直接放弃工作在家待业，并对城市

中“家”的未来产生失落与无奈感。

而对于家庭积蓄而言，在鄂尔多斯的民间金

融风暴后，失地农民毕生的积蓄或多或少受到损

失，有些家庭的征地补偿款甚至全部血本无归。

由于民间借贷关系通常是在亲缘和信任基础上建

立的，集资者通常都是失地农民在城市中生活的

亲人与挚友。所以，集资者并不会完全背信弃义

撕毁契约，而是重新制定规则，建立起新的以物易

物的资产置换关系。新的置换约定不论农民是否

真的需要所置换物品，规则都是由城市的集资者

制定，失地农民只有或接受或一无所有的“选择”

权。“我们农村人，甚也不懂，当时看见东胜（鄂尔

多斯最繁华的城区）的亲亲们（亲戚们）尽放了么，

我们也么甚收入就跟上放”（访谈对象S14）、“你去

问问这面儿（鄂尔多斯）谁们家么（没）放过，现在

赔塌了（要不回钱），我们农民也不会（懂）像（城里

人）他们那种打官司，闹不过人家，快能给多少给

多少哇，换点钱敢是要吃饭了么，娃娃们还要上学

了么”（访谈对象S12）。失地农民对于进入城市生

活后的各种不确定性的风险，显得毫无防备与招

架之力。个体家庭营建过程中的生计受到原本乡

村中从未体会过的挑战与冲击，甚至连失地农民

微弱的协商规则都是由城市资本、权力所运作与

把控。

2.2.2 情感归属

失地农民在城市中家的意义充满了向往与怀

旧两种情感的交织。在对住宅空间的营建过程

中，失地农民对于城市生活的想象被更加清晰地

构建，家中的景观亦被融入了新的情感意义。首

先，他们尝试着运用自己对城市现代生活的理解，

选择他们认为流行与时尚的元素对住宅进行装

修。壁纸、挂画等摆件被用于装饰客厅，马桶、电

热水器与洗衣机等应有尽有。经过在楼房中的日

常生活实践，他们已经可以熟练地使用这些他们

曾经认为的“高科技”，并表示这些现代化家具让

家里更便利、更干净。在夸赞城市“新家”的同时，

失地农民却又表达着对乡村“老家”怀旧与回忆的

情怀，并尽可能在住宅中保留能带给他们乡村生

活回忆的物品。原本以土地为衣食的农民面对牢

固的历史记忆，即便是全然陌生的城市生活空间，

仍然努力地寻找着向原有乡村生活靠近的可能。

例如受访者S4的家，两室一厅一卫共 180 m2。客

厅旁是2个卧室，卧室中的2张大床都是请木匠专

门定做的“木炕”。至于为何选择制作“木炕”，按

受访者的说法就是：“洋床太软，咱睡不惯甚。睡

了一辈子炕，一定要做成这种形状才能睡着”。“木

炕”浓厚陈旧的乡土风格与一旁新购置的绸缎面

欧式风格窗帘形成了鲜明对比。事实上，对大部

分失地农民而言，在日常生活中，与这些老旧家具

的接触与互动犹如不可或缺的仪式，展演着曾经

乡村生活的重要性，维系着农民对回不去的“老

家”厚重的依恋[26]。总之，失地农民“家”的意义出

现了这样的情感悖论：一方面，迎合并夸赞城市家

中的全新生活，以此来刻意地建构着自己城市人

的身份认同与自豪感，另一方面，却又表达着因为

乡村家园的消失而无法掩盖的忧伤与落寞。

2.2.3 社会交往

失地农民迁入移民区之后，原本基于亲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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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与血缘建立的社会网络出现了断裂。在新家之

中的社会交往主要体现在将移民社区整体作为

“家”进行营建时，失地农民的内部交往以及失地农

民与周边邻居的交往中。首先，失地农民并未像

先前研究所述的那样受到强烈的社会空间排斥[27]，

进入城市后他们在“新家”中建立了新的基于移

民社区尺度的休闲与交往模式。一方面，失地

农民在移民社区中进行着最令他们舒服与放松

的休闲实践，原本彼此并不相识的失地农民三

五成群地挨坐在社区的草坪或阴凉地里，盘着

腿、弓着背靠在一起，晒着太阳聊天话家常，建

立起彼此“面熟”“拉过话（聊过天）”的松散型邻

里关系。另一方面，失地农民不再愿意像在农

村里一样，与周边的邻里进行频繁的走家串户，

理由是“不方便”“铺了地板砖怕给人家踩脏”，原

本亲密频繁的邻里社交变成了偶遇时的点头微笑

与日常寒暄。

而对于康巴什主城区的城市居民以及那些

当初未搬迁的村民，失地农民也展现出了全然不

同的认知与态度。无论迁与不迁，失地农民都认

为村里人始终是一家人。虽然没有选择搬迁，但

村落区的农民始终与移民区的失地农民保持着

交往，他们频繁的来往于乡村与城市之间，失地

农民在移民社区的新家成为了他们在乡村支离

破碎的家的后援与依靠。当未迁移的农民收成

不好或遇到困难，搬进城市的老邻居无论自家的

收入与条件，都会尽力给予援助。“今年一年旱的

甚也种不成，我又一个人孤的不行，经常来他们

家住，老邻居好啊，住这么久甚闲话不说”（访谈

对象 S15）。而对于空间距离相似的主城区，失

地农民则更像是“游客”，表示那里并不是他们的

家。他们只有在参加婚宴或偶尔消遣时才会去

主城区，那里只是“偶尔逛逛还行”的地方。“出个

以后（去到主城区），这也贵那也贵，他们（主城区

居民）爱的（欣赏的）我们不爱，转一会就想赶快

回来。一回来社区看见咱们的房房（房子）就觉

见安全兰，觉见到家兰（到家了）”（访谈对象

S7）。因此，在失地农民内部以及他们与未迁移

农民的日常实践中，移民社区成为了他们的

“家”，是他们在城市中赖以生存的地方。但同时

与市民较少的互动也使得这里成为了与主城区

愈加区隔的地方，好似一块“异化”的“飞地”镶嵌

在城市的边缘。

33 结论与讨论

鄂尔多斯失地农民“家”的营建过程具有普遍

性，是现阶段中国快速城镇化农民生境的部分真

实写照。但同时这一过程又是极其特殊的，鄂尔

多斯典型资源型城市具有波动性的发展态势，使

得我们可以更快速、更直接地探查到失地农民在

城市中营建“家”的努力与困难。研究突破了传统

失地农民研究中地方政府与农民二元对立的框架

前提，为真正打破壁垒促进农民在城市的融入提

供了新的思考与借鉴。在民间借贷危机与快速城

镇化的压力下，失地农民的“家”中处于一种复杂、

矛盾而又充满忧虑的“不确定性”之中。在这种不

确定性的束缚下失地农民并非消极地接纳社会现

实的安排，而是通过在城市“新家”中实实在在的

日常生活主动地争取物质的富足与生活的意义。

但即便如此，这些营建“家”的努力仍然无法

让他们逃脱在城市中最真实的社会体验，并面临

着在城市“新家”中多重且边缘的身份境遇。首

先，陌生的城市生活与民间借贷风波使得失地农

民损失了生平积蓄并无法获取稳定的收入来源。

其次，他们找不到确切的情感归属与定位，在对市

民身份的迎合与农民身份的怀旧中迷茫徘徊。最

后，在对内与对外的社会交往中，失地农民努力维

持着原有的乡缘关系而并不会刻意的与市民构建

全新的社交网络，这使得移民社区成为了他们赖

以生存的“家”，但“家”却成为了与主流城市空间

显著区隔的地方。诚然，由乡村到城市的水平流

动使得农民在城市能够有房可居，但获取经济资

本、建构社交网络以及衔接地方情感的障碍似乎

阻滞了农民向市民身份转变的垂直流动，同时也

阻隔了与家空间相连的对未来城市生活的憧憬与

期望。也就是说，即使“家”的营建给了失地农民

一个积极面对全新城市生活的理由与动力，但在

社会结构性的差异下他们仍然很难通过各种协商

规则去实现扎根城市的愿景与想象。

本研究将失地农民问题引入批判“家”的地理

学研究领域中，在一定意义上响应并延展了关于

Akesson B等人的关于家的破坏（domicide）的研究

话题 [28,29]。但本文认为被动迁移的居民并不总是

通过各种途径抵抗（resistance）并想要回归原本的

生活，并且过多的集中关注家中人如何对抗“老

家”的不复存在并不是顺应时代潮流的积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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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因为“老家”的拆毁不意味着希望的断裂，真

正的迷惘往往是建立在对“新家”营建的无助之

上。只有在对家的协商困境进行剖析后，才能真

正的打破壁垒促进农民在城市的融入，让城乡共

享城市化的发展红利。研究亦响应了以往研究对

于鄂尔多斯康巴什的“鬼城”之说的挑战[30]，继续深

化了对于中国城市新区的研究[31,32]，通过对康巴什

失地农民的研究证明，康巴什并非是“无家”（un-

homely）的“鬼城”，而是不同类型居民持续营建并

不断赋予之新的地方意义的“家”。期望后续研究

能够关注到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其他边缘群

体，对不同主体在“家”的营建过程中主体性及协

商策略发挥做出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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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Amidst China's urbanization, land-lost peasants who migrated from the countryside aspire for estab-

lishing‘new homes’and settling down in the city. Drawing on the theories of the critical geographies of

hom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ural-to-urban migrant communities in a recourse-based city, Ordos, exploring

the ways and problems that land-lost peasants reconstruct their new home. This research found that: under the

double pressures of private lending crisis and forced urbanization, the‘new homes’of land-lost peasants were

caught into a state of hyper-uncertainty. Yet, the land-lost peasants were able to actively reconstruct the materi-

al and emotional meanings of home through everyday practices in response to such uncertainties. Although

home-making provided emotional impetus for land-lost peasants to continue their new life in the cities, they

were not able escape from the actually-existing precariousness and social inequalities, which placed their“new

homes”into multiple marginalization.

Key wordsKey words: land-lost farmers; home; reconstructing; negotiation; Or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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